
【書摘】《濟州四．三》：正名——誰來呼喚我們

的名字

四．三根據觀點的不同而存在著分歧的立場差異。或許因為如此，所以四．三到現在都還沒有正式

的名稱。

看待四．三的不同觀點

濟州四．三和平紀念館位於濟州市的奉蓋洞。當走進昏暗的第一展示館「歷史洞穴」時，短暫的鳥

鳴迴盪其中，走道兩側擺放著破碎的壺罐與甕缸。聽著好似從天花板上滴落的水滴聲再走進去，就

像走進黑暗的洞穴一樣。在那洞穴的盡頭，橫放著一座白色的大理石石碑。陽光透過天花板上的圓

筒形立柱，灑落於石碑上，閃耀發光。石碑的表面上並未刻上任何文字。這就是「白碑」。在「白

碑」的說明文字中這樣寫道：

「四．三白碑，無法命名的歷史」

四．三根據觀點的不同而存在著分歧的立場差異。或許因為如此，所以四．三到現在都還沒有正式

的名稱。儘管政府已經針對這個「事件」進行了真相調查，也發布了調查報告，大韓民國總統甚至

還對此公開道歉，然而迄今人們對於四．三仍抱持著許多不一樣的看法，不曉得歷史上是否還能夠

找到像四．三一樣，存在著多種不同觀點的案例？這種觀點上的差異，從「名稱」上便能明顯地感

受到。對於四．三的觀點，一般可以歸納為四種類型。

台灣「黑體文化」4月出版新書《濟州四．三》，講述1947年至1954年的七年間，在韓國濟州島爆

發的民眾抗爭和國家暴力事件的歷史。這既是一本記錄濟州島傷痛的歷史之作，也是探討轉型正義

之作。本文為該書第十三章「正名──誰來呼喚我們的名字 」的節錄，向讀者提及看待該歷史事件

的不同觀點。端傳媒獲出版社授權轉載。

https://www.bookrep.com.tw/?md=gwindex&cl=book&at=bookcontent&id=19865


《濟州四．三：跨越沉默，讓真相走向世界》書籍。

首先，是將四．三視為暴動的觀點。時至今日，雖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經完成了真相調查與回復名

譽，「暴動論」的色彩也隨之消退許多，但是，仍然有些人將其稱之為暴動。這些人主張，四．三

就是人們以一九四八年四月三日為起點，根據南勞黨勢力或北韓的指令，為阻撓大韓民國政府成立

所發起的暴動。這些人並聲稱當時的參與者支持了北韓政權的建立。也因此，他們認為政府的鎮壓

是正當的，而在鎮壓過程中，部分無辜良民的受難也是無可避免的。大規模屠殺、縱火、「焦土

化」掃蕩等違反人道的犯罪行為，全被看成是鎮壓過程中的輕微過失。相反地，他們卻特別強調武

裝隊的殺人與縱火行徑。

再來，就是「抗爭論」。一九八七年民主化運動以後，隨著查明真相與回復名譽運動的展開，大學

生、知識分子團體以及公民社會領域等提出了「抗爭論」，並認為傳統的「暴動論」，實際上是受

到了反共意識形態的束縛，因而扭曲了歷史的真相。「抗爭論」是對前一時期「暴動論」的反擊，

具有防禦性的特點，這也代表著人民對於「暴動論」在認知上產生了轉變。自一九八○年代後期以

來，文化藝術運動一直把焦點置放在「抗爭論」上。

就像「事出必有因」這句話一樣，這樣的論點更著重於四．三武裝起義的爆發原因。實際上，從一

九四七年發生三．一事件和三．一○官民大罷工後，一直到一九四八年的四．三武裝起義爆發為

止，濟州社會的憤怒已達到了極限，這主要是由於外來的警察對濟州島居民進行了大規模的逮捕與

刑求，以及西青等右翼團體的掠奪與鎮壓所導致。也就是說，四．三是為了抵抗外部勢力的鎮壓而

引發的抗爭。他們的立場是，人們亦應該如實地接受有些人對於武裝隊恣行屠殺與縱火的批評，因

為這樣做並不會因此削弱四．三抗爭的名分。他們還主張四．三是為了反對五．一○單獨選舉永久

分裂韓半島，所以，四．三也是一場「反分裂運動」與「統一運動」。

第三個則是「受難者論」。這種觀點在四．三的論述中佔了很大的部分。講述四．三的小說或與

四．三相關的媒體連載、電視台的紀錄片等各種著作與報導，都把重點置於濟州人的犧牲與受難之

上。四．三的悲劇性彰顯出濟州人所遭受的巨大災難與犧牲。四．三以後生存下來的人，他們所經

歷的連坐法與心理創傷，也以同樣的方式被呈現出來。長期以來，查明真相與回復名譽運動就是以

這種「受難者論」為基礎而展開的。透過提出和平、人權、和解與共生的議題，促使政府查明真

相、回復名譽與正式道歉。

最後，是「事件論」。他們將之稱為「四．三事件」或是做為符號印記般的「四．三」。他們著重

於四．三發展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事件，並認為將這些事件統稱為「四．三事件」或「四．三」也

是一種表述的方式。《四．三特別法》與政府報告書裡也稱其為「四．三事件」。也就是說，使用

「事件」這個字詞，並不會使「四．三」所代表的意義淡化。他們的立場是，在四月三日的武裝起

義發生之前，雖然存在著抗爭性的意涵，但在事件的發展過程中，像是武裝隊殺害平民等的錯誤，



也應該予以承認接受。他們認為，以折衷的立場，將其稱之為「四．三事件」或「四．三」，並不

會掩飾了四．三的抗爭性。

1948 年末，韓國濟州島，四．三事件的起義期間，反對朝鮮半島分裂的濟州居民對聯合國計劃舉行的選舉進行抗議並發起總罷工，遭大韓民國第一任總統李承晚宣佈戒嚴並升級鎮壓，事件約

有14,000至 30,000人被殺，另有40,000人逃往日本。圖為濟州居民在等待被處決。攝：Universal History Archive/Univer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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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無法命名的歷史

政府報告書於二○○三年十月確定，同月盧武鉉前總統代表政府正式道歉，接著二○一四年政府將

四月三日指定為國家追悼日，但即便如此，四．三依然是一段「無法命名的歷史」。為什麼說四．

三是「無法命名的歷史」呢？前國務總理高建在政府報告書的序文中，做了這樣的描述：

「報告書的撰述，以查明事件的真相，回復受難者及其家屬的名譽為重點，並未定義整個四．三事

件的性質，也未做出歷史評價。我認為這是之後的歷史學者們所應當承擔的責任。」

大韓民國政府公布了自政府成立以來，首部揭露自身錯誤的歷史真相報告書，然而，報告內容中卻

沒有定義事件的性質，也未做出任何的歷史評價，並且將這個課題留給了後代的歷史學者。正因如

此，我們更應該面對「正名」的問題。為了賦予四．三正確的名稱，首要的工作便是正確理解它的

歷史本質。

四．三因特別法的制定而步入制度化的軌道，但當時的濟州人民卻仍被侷限於國家暴力受難者或受

害者的框架當中。難道，這就是全部了嗎？當時的濟州人民在脫離殖民統治後的時空裡，在國民參

與國家建設的過程中，他們作為歷史的主體，有著參與建設統一國家的意志，亦有島嶼地區特有的

共同體意識，與對抗外部掠奪的迎戰認知。因此，一味地將當時的受難者視為「什麼都不懂的無知

者」，或是將他們視為什麼事都不清楚，就「無辜受難」的可憐受害者，這樣的觀點反而是削弱了

四．三所代表的意義。

歷史學者們認為，若要定義一個歷史事件的本質，就必須思考事件的背景與原因。四．三是由冷戰

與分裂等外部條件，結合了濟州島共同體抵抗外部鎮壓勢力的內在條件，兩者相互作用而發生的。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以歐洲為始的冷戰秩序擴展到了亞洲，全世界也都陷入了形成冷戰體

制的進程中。脫離殖民統治後的韓半島，南邊與北邊各自被美國軍隊與蘇聯軍隊佔領，於是這裡的

冷戰也發展得比別人更快。經過聯合國決議實施的南韓五．一○單獨選舉，將韓半島帶向了分裂的

道路，反對的聲浪也因而湧現。隨著南北雙方益形敵對，彼此也逐步開展屬於自己的國家建設。現

代史研究學者徐仲錫教授曾說：

「探究四．三爆發的原因非常重要。雖然政府報告書中亦有所記載，尤其是三．一獨立運動紀念日

以後，湧入濟州島的『陸地』人所展現出的橫行霸道、美軍政府的治理失當，以及人民對於脫離殖



民統治已逾兩三年卻仍未實現統一自主國家的心灰意冷，種種因素最終導致了四．三的爆發。強烈

的受害意識，尤其是西北青年團等所施加的傷害，也在其中發揮了一定作用。從這一點來看，四．

三的確具有抗爭特性。而且，與其他事件不同的是，四．三持續的時間相當漫長。若非具有堅韌的

抗爭性格，是不可能持續如此長久的。」

1948年5月1日，韓國特別檢察司令部（Jeju Inspection Command），一名警察正在站崗。該部是為四．三事件而設的軍事和行政機構，負責維持當地治安和鎮壓抗

議活動。過去兩週的恐怖活動已導致超過30名韓國人喪生，實施謀殺和劫掠村莊的團伙身份仍未確定。攝：U.S. Army Signal Corps/AP/達志影像

抵抗鎮壓的歷史，還有四．三

如前所述，濟州島共同體的內在條件也不容忽視。當面對警察與西青等外部勢力的鎮壓與蹂躪時，

為了守護家人、村莊與島嶼共同體，濟州島人展開了積極、團結且具組織性的抗議與鬥爭。在邊緣

島嶼這一孤立的地理條件下，濟州島人所形成的固有生命力，以及當外部施予不當壓力時，自發性

站出來抵抗的共同體意識，都成為了四．三的內在推動力。濟州島人面對外部勢力掠奪時的集體防

衛，即使不追溯到遙遠的高麗時代，還是可以輕易地找到例證。光是從二十世紀初所發生的李在守

之亂，到日本帝國強佔時期的一九三○年代，在濟州島內外所發生的民族解放運動、海女鬥爭等幾

個事例，就足以讓人瞭解到濟州島人在過往對抗外部壓迫與侵略時的歷史。

四．三時期的媒體報導是觀察濟州島抗爭歷史的線索。媒體將武裝起義的淵源，追溯到一八九八

年，為反抗中央牧使貪婪暴虐而發生的房星七之亂，與三年之後，在一九○一年所發生的李在守之

亂，以及日本帝國強佔時期的民族解放運動。

「當派遣官員的壓迫超過一定的限度時，就會受到島民團結合作的強烈反擊，因此，李朝末年之

際，在這座島上爆發了李在守之亂及房星七之亂，這些事件以其激烈的抗爭力量與全面澈底的手

段，讓人留下了深刻的啟示。進入日帝時代後，島民們的抗爭力道持續發揮，不僅在三．一運動中

抗爭激烈，連之後著名的海女暴動事件，也在如銅牆鐵壁般的日本帝國統治下，進行了大規模的示

威運動，造成了數百人的犧牲。（中略）不僅像金明植這樣全國知名的人物在這裡出生，在學生運

動的鼎盛時期，濟州島出身的學生也參與甚深，甚至到了首爾各公立中學一律拒絕濟州島學生入學

的程度，在學生運動的核心人物中，總有著濟州島出身的學生。此外，由於濟州島與大阪之間存在

著特殊的聯繫管道，因而普遍提升了濟州島人的文化水準（中略）因此，濟州島民純樸堅毅的生存

能力與全面傳承的革命傳統，使得這裡人民的信念與性格呈現出獨特的單一色彩，他們並藉由這樣

的色彩廣泛地渲染上色。」──《獨立新報》，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在這篇由記者夫在民所寫的報導中，他透過對濟州歷史事件的考察，詳細探討了濟州人如何團結、

有組織地發起四．三武裝起義，以對抗外部的勢力。他認為武裝起義是分別從一八九八年的房星七

之亂與一九○一年的李在守之亂中，摸索出了抗爭的力量與方法。他並將四．三視為濟州島三．一

運動，以及日帝強佔期的大規模示威運動，也就是海女鬥爭的延續。也就是說，每當中央政府派遣

官員的壓迫超過了臨界點，濟州島居民便會起身反抗。

實際上，房星七之亂是由房星七領導大靜面中面光淸里一帶數百餘名刀耕火耨的百姓，所發動的民

亂。目的是為了革除中央政府派遣的濟州牧使，他所實施的嚴苛徵稅弊端。

1901年李在守之亂，韓國濟州島市中心觀德亭，民軍處決天主教徒後打撈屍體的場景（圖：濟州牧官衙）

李在守之亂則是為了抵抗部分天主教徒的橫行霸道，以及中央政府派遣的封稅官（徵收稅金的官

員）的稅收掠奪，而引發的大規模民亂。民軍殺害了兩百五十多名天主教徒。對此，中央政府緊急

派遣了一百多名兵力與宮內府（李氏王朝後期主管宮中事務的部門）顧問官美國人桑斯（William

Franklin Sands）至濟州島，還出動了兩艘法國軍艦與日本軍艦等，使事件帶有國際事件的性質。

而這一切都被視為對外來壓迫的抵抗。另外，報導還提及了日本帝國強佔時期，作為社會主義思想

家而聲名大噪的金明植，以及提到濟州島出身的學生在首爾的中學被拒絕入學等，可見學生運動的

主導勢力中有很多濟州島出身的學生們。

李在守之亂發生在四．三武裝起義爆發的四十七年前。四．三當時，濟州島人當中還有人親身經歷

或目睹了房星七之亂、李在守之亂，以及日本帝國強佔時期的各種抗日運動。

《大韓日報》記者李志雄的觀點也與夫在民的認知類似。他提到當濟州島人面對外來勢力時，島民

們就會透過革命性的反抗來阻止，這也表現在日本帝國強佔時期對日帝的反抗上。還有當和平遭到

蹂躪時，他們也會展現無所畏懼的抗爭力量。

「在三十九年前的大韓帝國末期，當天主教這一宗教從法國傳到世界各地去時，儘管他們在濟州島

也想奠定某種基礎來扶植勢力，但濟州島出身的人物李在守，他以英雄之姿，動員全島民眾，展開

了反對外來勢力的抗爭，這場島民抗爭力最強、充滿民族愛的革命性血戰，最終順利地擊垮了外來

勢力，濟州島民對倭政的反抗意志，在各個方面也表露無遺，大部分的島民透過論辯證明，此座島

嶼的精神，代表倭政下不該存在思想犯，島民在歷史上不可避免地對政府抱持著反感（朝鮮時代多

數人被流放於此），我們不能忘記他們在自由被束縛，和平遭受蹂躪時，那無所畏懼、一躍而起的

特性。」──《大韓日報》，一九四八年六月三日。

在同年七月，前往濟州島當地進行採訪的《湖南新聞》記者金相化，在他的報導中，也有類似夫在

民所報導的內容。



「李氏朝鮮末葉的李在守之亂留下了革命先驅般的教訓，這次起義無疑是島民針對官府壓迫的強烈

反抗。而早在幾百年前的歷史上，濟州島民就曾因牧官的過度壓迫，導致島民以房星七為首領，堅

定地奮起反抗，以追求行政上的改革。另外還有日本帝國時期的三．一獨立運動抗爭、著名的海女

暴動事件，此外還有很多學生運動事件等，都廣泛地在無數青年中傳播了愛國心與進步思想。」

──《湖南新聞》，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四．三武裝起義當時，中壯年的人們對於一九三○年代濟州人反抗日本帝國統治的記憶仍舊十分深

刻。一九三○年代是濟州島抗日運動的全盛時期，包括了東亞通航工會運動（一九三○年），該運

動打出了「我們要搭我們自己的船！」的旗幟，讓客輪航行於濟州與大阪之間的航線上。此外，還

有農業學校學生發起的「同盟罷課事件」（一九三一年），以及以舊左邑細花里為中心，由濟州東

部地區海女們所發起的海女鬥爭（一九三二年）等，濟州人對抗日本帝國殖民統治的組織性抗爭，

十分活躍。

一九四七年曾擔任濟州島民戰幹部的高昌武，在四．一九革命後，曾投書媒體，在談論要求查明

四．三真相的內容中，強調了濟州島抵抗的歷史傳統：

「濟州島民在李氏朝鮮時代，因牧使握有先斬後奏的特權，所以飽受牧使的蠻橫所苦，而在日本帝

國統治時期，也受盡一手掌握郡守、警察署長與檢察官職權的島司，橫行霸道的壓迫，因此當濟州

島民處於官方命令就必須無條件服從的絕望之下，以及必須做出生死決斷的困境中時，他們奮不顧

身猛進的個性，以及『二律背反』的心性，就會展現出來。在方哥之亂、李在守之亂與日本帝國時

期的海女事件等事例中，都已充分了證明這一點。」──《朝鮮日報》，一九六○年七月十六日。

濟州人的反抗行動，承繼自濟州島固有的抵抗歷史傳統。


